
　　回归法律规范：刑事值班律师制度

适用问题再反思

贾 志 强 

内容提要：目前我国刑事值班律师制度规范背后折射出有权机关抑制辩方权利的倾

向。根据法律规范意旨，只要被追诉人没有辩护人，国家就应 “强制指派”值班律师

介入案件。将 “约见”解读为国家指派值班律师需以被追诉人申请为前提，这混淆了

律师会见与介入案件的关系，且将国家责任转嫁给个人，弱化了对被追诉人获得最低

限度法律援助权利的保障。相关规范性文件将值班律师阅卷权能限定为 “查阅”，但

基于法律援助法第３７条的文义、控辩平等之程序公正底线要求等因素，值班律师阅
卷权能还应包括 “摘抄”“复制”。《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工作办法》第 １０条第 ２款规
定，值班律师有量刑异议时，只要其认可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就应在具结

书上签字。这是对值班律师功能 “见证化”的公开宣示，与 ２０１８年刑事诉讼法第
２０１条的意旨以及值班律师实质性参与量刑协商的改革要求相矛盾。值班律师应被赋
予拒绝签字的权利。“实质性参与”应是目前完善值班律师制度的基本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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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与路径

　　２０１４年 “两高两部”《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工作的办法》（以下称

“刑事速裁程序试点办法”）确立了刑事值班律师制度。经过一系列改革，该制度已得到一定

程度的发展和完善。一方面，制度内容从碎片化走向体系化。在制度发展初期，值班律师相关

规定零星分布于 “刑事速裁程序试点办法”、２０１６年 “两高三部”《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

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办法》 （以下称 “认罪认罚从宽试点办法”）以及 ２０１７年
“两高三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文件之中。随着２０１７
年 “两高三部”《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工作的意见》和 ２０２０年 “两高三部” 《法律援

助值班律师工作办法》（以下称 “值班律师工作办法”）先后出台，初步完成了值班律师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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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体系化构建。另一方面，制度适用场景从特定化走向一般化。２０１８年刑事诉讼法新增的值
班律师制度规定 （第３６条）、“值班律师工作办法”等的相关规定共同表明，值班律师制度不
再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绑定，而上升为可适用于所有刑事案件的一般性制度。２０２１年出台的
法律援助法进一步明确了值班律师制度的总体定位，其属于我国刑事法律援助体系的一部分。

　　值班律师制度建设所取得的成绩是值得肯定的，但是，理应以权利保障为中心的值班律师
制度规范，其背后却折射出有权机关抑制辩方权利的倾向。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

确保被追诉人及时获得值班律师法律帮助方面，国家权力的行使有些消极被动。２０１８年刑事
诉讼法第３６条未明确规定值班律师介入案件的方式。全国人大法工委的法律释义将该条中的
“约见”解读为 “申请指派”，〔１〕但有观点认为介入案件的方式是 “强制指派”（国家应为没

有辩护人的被追诉人主动指派值班律师）。〔２〕前者在权利保障方面似乎弱于后者，且有将国

家责任转嫁给个人之嫌。第二，相关规范限缩了值班律师关键诉讼权利的权能范围。２０１９年
“两高三部”《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称 “认罪认罚从宽指导意见”）、

“值班律师工作办法”等将值班律师的阅卷权仅限定为 “查阅”，而不包括 “摘抄” “复制”。

相关文件起草者的解读是，“这主要考虑到值班律师与辩护律师毕竟诉讼地位存在差异”。〔３〕

此类规定实质上限缩了值班律师本应享有的完整阅卷权能。〔４〕第三，值班律师相关职责受制

于办案机关需求，可能偏离了保障被追诉人获得有效法律帮助的制度初衷。“值班律师工作办

法”第１０条第２款规定，值班律师即使对量刑建议有异议，但只要其认可犯罪嫌疑人认罪认
罚的自愿性，就应在具结书上签字。不因值班律师的量刑异议而影响具结书的签署，这符合检

察机关在更多案件中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现实需求。但是，这 “为值班律师在司法实践

中提供法律帮助 ‘走过场’留下了空间，放任了值班律师不履行提供有效法律帮助和见证认

罪认罚具结书签署监督义务的行为，使值班律师的法律帮助缺乏实质的内涵”，〔５〕最终可能

导致被追诉人的量刑利益无法得到保障。

　　基于上述问题和争议，本文尝试以值班律师办案过程为线索，秉持值班律师 “实质性参

与”的基本立场，探讨以下具体问题：其一，值班律师介入案件的方式，究竟是 “申请指派”

还是 “强制指派”；其二，值班律师的阅卷权应否仅限于 “查阅”，而不包括 “摘抄” “复

制”；其三，认罪认罚案件中值班律师对量刑建议有异议时，其是否应在具结书上签字。

　　本文总体的分析路径如下。在宏观层面，运用系统性思维，采取整体性立场。以往研究者
多是讨论认罪认罚案件中的值班律师问题，〔６〕本文不限于此，拟在值班律师制度已与认罪认

罚从宽制度解绑的背景下作整体性分析。在微观层面，回归法律规范本身，即主要采用规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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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方法。以往多数论者更倾向于从 “立法论”视角展开研究，而随着一系列规范性文件的修

改或出台，新的制度背景及规则体系为本文采取 “解释论”研究路径提供了可能。

二、“申请指派”抑或 “强制指派”：值班律师介入案件的方式

　　值班律师通过何种方式介入案件，是首先需要明确的问题。〔７〕这一问题的实质是国家如
何履行提供值班律师法律帮助的责任，是值班律师能否 “实质性参与”的前提性问题。当被

追诉人未委托辩护人，且不符合获得法律援助辩护的条件时，国家应主动为其指派值班律师

（强制指派），还是被动地以被追诉人提出申请为前提指派值班律师 （申请指派）？２０１８年刑
事诉讼法第３６条对此未予明确规定。
　　现行规范仅对认罪认罚案件中值班律师的介入方式作了明确规定，而缺乏整体制度层面的
一般性规定。２０１８年刑事诉讼法第３６条第２款规定被追诉人 “有权约见”值班律师，“值班

律师工作办法”、法律援助法均沿用了 “约见”这一表述。有权机关将 “约见”解读为值班律

师通过 “申请指派”方式介入案件，〔８〕也有学者持与此类似的观点。〔９〕通过综合分析多个

规范，笔者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将 “约见”理解为 “申请指派”，是一种误读。“约见”是

值班律师的会见方式，而非介入案件的方式。第二，对于包括认罪认罚案件在内的所有刑事案

件，只要被追诉人没有辩护人，国家就应 “强制指派”值班律师提供法律帮助，但被追诉人

享有拒绝指派的权利。

　　 （一）“约见” ＝ “申请指派”：值班律师介入案件方式的误读
　　２０１８年刑事诉讼法第３６条第２款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看守所应当告知犯罪
嫌疑人、被告人有权约见值班律师，并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约见值班律师提供便利。”笔者

认为，将 “约见”解读为值班律师以 “申请指派”方式介入案件，是将律师会见与律师介入

混为一谈：“约见”针对的是值班律师会见问题，而非介入案件的方式问题。

　　首先，需要明确一个前提性问题，值班律师介入案件与值班律师会见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所谓介入案件，即值班律师法律帮助的启动。逻辑上，介入在先，会见在后。例如，法律援助

辩护律师先通过 “强制指派”或者 “申请指派”方式介入案件，然后才有会见被追诉人等一

系列行为。值班律师办理案件亦遵循上述逻辑，即介入先于会见。

　　其次，综合相关规范的表述看，“约见”意指值班律师的会见。一方面，“约见”的文义
本就是 “约定时间会见”。〔１０〕基于此，２０１８年刑事诉讼法第３６条第１款和第２款的逻辑关系
亦得以明晰：第１款从整体层面确立了值班律师制度，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
人，法律援助机构没有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的，由值班律师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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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第２款明确了被追诉人享有主动 “约见”值班律师的权利。另一方面，“值班律师工作

办法”第６条第３款直接将 “依约见”明确为值班律师会见的方式之一：“值班律师办理案件

时，可以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约见进行会见，也可以经办案机关允许主动会见”。有学者

进一步将该款内容概括为 “明确了值班律师的双向会见权”。〔１１〕另外，该款所述两种会见方

式的前提是 “值班律师办理案件时”，亦印证了 “先有介入，后有会见”的逻辑。

　　最后，从学术史的角度看， “约见”历来就与会见问题相关，而不涉及律师如何介入案
件。在２０１８年刑事诉讼法使用这一概念之前，“约见”在相关文献中主要被用于阐述会见权
问题。例如，杨波指出：“在我国，会见权一直被定位为辩护律师会见被追诉人的权利，立法

及实践对于被追诉人是否享有约见律师的权利一直没有规定……基于值班律师法律服务的应急

性特点，也为被追诉人随时约见律师提供了便利条件，赋予被追诉人约见律师的权利，是对过

去辩护律师会见权的拓展”。〔１２〕２０１８年刑事诉讼法实施之后，部分学者延续了学界之前对
“约见”的理解，即在值班律师制度的语境下，“约见”与会见问题相关。例如，詹建红认为，

在会见权方面，要全面贯彻约见制度，保障被追诉人可以有效约见值班律师。〔１３〕

　　综上，“约见”始终与会见权问题相关。２０１８年刑事诉讼法第 ３６条第 ２款从立法层面明
确了被追诉人主动要求会见值班律师的权利，对于会见权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依据 “值班

律师工作办法”，尽管被追诉人的 “约见”客观上能够实现值班律师介入案件的效果，但这混

淆了会见与介入案件的逻辑关系。加之该办法明确规定被追诉人以 “申请”方式约见值班律

师，在相关规范性文件未明确值班律师介入案件方式的情况下，“申请约见值班律师”易被解

读为 “申请指派值班律师”。当被追诉人没有委托辩护人，法律援助机构也没有指派辩护律师

时，国家提供值班律师法律服务却以被追诉人申请为前提，这极可能导致国家仅承担一种不完

全的提供法律援助责任，即通过附加被追诉人提出申请的条件，限缩国家义务的履行，最终会

造成弱化被追诉人权利保障的后果。

　　 （二）“强制指派”而非 “申请指派”：值班律师介入案件方式的正解

　　首先，从２０１８年刑事诉讼法第３６条第１款的文义看，“强制指派”符合国家设立值班律
师制度的目的，“申请指派”则有将提供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转嫁给个人之嫌。该款规定，犯

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法律援助机构没有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的，由值班律师

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依据全国人大法工委法律释义对该款的解读，国家设立

值班律师制度的目的是 “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辩护人的情况下，作为委托或者指定辩

护人的补充，尽快为其提供必要的法律帮助，弥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辩护人的缺陷”。〔１４〕

可见，只要 “没有辩护人”，国家就有为被追诉人提供值班律师的义务，即国家应主动为其指

派值班律师提供法律帮助 （强制指派）。反之，“申请指派”则把获得值班律师法律帮助改变

·３２１·

回归法律规范：刑事值班律师制度适用问题再反思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前引 〔４〕，卫跃宁等文，第８０页。
杨波：《论认罪认罚案件中值班律师制度的功能定位》，《浙江工商大学学报》２０１８年第３期，第４３页。其他相
关论述参见康黎：《刑事自辩权探究》，《法制与社会发展》２０１６年第３期，第８５页；江涌：《缺损与完善：未
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律师辩护权探析》，《青少年犯罪问题》２００７年第３期，第４７页。
参见詹建红：《刑事案件律师辩护何以全覆盖———以值班律师角色定位为中心的思考》，《法学论坛》２０１９年第４
期，第２９页。其他类似表述参见娄秋琴：《实现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目标之路径》，《云南社会科学》２０２０
年第３期，第１０８页；汪海燕：《三重悖离：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中值班律师制度的困境》，《法学杂志》２０１９年
第１２期，第１５页。
前引 〔１〕，王爱立主编书，第７２页。



为被追诉人的一种选择，而非国家的刚性义务，国家应确保被追诉人获得值班律师法律帮助的

责任会缩水为一种告知义务。因此，“申请指派”实质上是将国家责任转嫁给个人，存在公权

力怠于履行职责的嫌疑。

　　其次，相比 “申请指派”，“强制指派”更有利于保障被追诉人获得值班律师法律帮助这

一底线权利的实现。如果说法律援助辩护是对委托辩护的补充，值班律师法律帮助就是对整个

辩护制度的补充。当被追诉人没有辩护人时，确保其获得值班律师法律帮助是一项最低限度的

权利保障。〔１５〕与 “申请指派”相比，“强制指派”能够更好地保障此项底线权利的实现。“值

班律师工作办法”第４条强调：“公安机关 （看守所）、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司法行政机

关应当保障没有辩护人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值班律师法律帮助的权利。”尽管 “没有辩

护人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申请值班律师法律帮助的，法律援助机构免予审查申请人经济

困难状况”，〔１６〕但在权利保障的程度上，“申请指派”还是要弱于 “强制指派”。在 “强制指

派”的情况下，只要被追诉人没有辩护人，国家就应主动指派值班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

若采取 “申请指派”，即使办案机关履行了告知义务，一部分被追诉人也会因为对值班律师制

度的意义缺乏认识、担心找律师会带来不利后果等因素而未提出申请，最终无法获得值班律师

的法律帮助。加之这些被追诉人也不符合获得法律援助辩护的条件，这就会使得在整个诉讼过

程中他们都得不到律师的帮助。在值班律师制度较为成熟的英国，国家提供值班律师服务需以

被追诉人申请为前提，〔１７〕但这背后有极高的辩护率及后续的辩护律师服务作为支撑，〔１８〕而我

国目前并不具备这样的制度土壤。

　　最后，“认罪认罚从宽指导意见”和 ２０１９年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 （以下称 “刑

事诉讼规则”）明确规定，认罪认罚案件中值班律师以 “强制指派”方式介入案件；依当然解

释，在非认罪认罚案件中，值班律师亦应以 “强制指派”方式介入案件。根据 “认罪认罚从

宽指导意见”第１０条第２款和 “刑事诉讼规则”第２６７条第２款，认罪认罚案件中值班律师
介入案件的方式为 “强制指派”。有关部门负责人在解读该意见时，亦将值班律师介入案件的

方式明确为 “强制指派”。〔１９〕“举轻以明重”是当然解释的方法之一，即 “如果事实较之于法

律所规定的情况更重，那么按照立法的意旨，既然较轻的行为都适用该规则，较重的行为就更

有理由适用该法律规定”。〔２０〕根据学者的观点，认罪认罚案件中的程序正义标准低于其他案

件。〔２１〕国家对于认罪认罚案件都要采用 “强制指派”方式以确保被追诉人获得值班律师的法律

帮助，其他案件中更应如此。有人可能会提出质疑：非认罪认罚案件有 “律师辩护全覆盖”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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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获得律师辩护”是一项最低限度的程序公正标准。在被追诉人无法获

得律师辩护的情况下，确保其获得值班律师法律帮助即应是 “底线中的底线”。

前引 〔８〕，张勇等主编书，第７７页。
ＳｅｅＢｅｉｎｇＡｒｒｅｓｔｅｄ：ＹｏｕｒＲｉｇｈｔｓ，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ｇｏｖ．ｕｋ／ａｒｒｅｓｔｅｄ－ｙｏｕｒ－ｒｉｇｈｔｓ／ｌｅｇａｌ－ａｄｖｉｃｅ－ａｔ－ｔｈｅ－ｐｏｌｉｃ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ｌａｓｔｖｉｓｉｔｅｄｏｎ２０２１－１０－２１．
英格兰和威尔士２０１８年的辩护率为９２．３％，２０１０年为９５．１％。ＳｅｅＯｗｅｎＢｏｗｃｏｔｔ，ＪｕｍｐｉｎＵｎ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Ｄｅｆｅｎｄａｎｔｓ
ａｓＬｅｇａｌＡｉｄＣｕｔ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ｔｏＢｉｔｅ，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ｔｈｅｇｕａｒｄｉａｎ．ｃｏｍ／ｌａｗ／２０１９／ｎｏｖ／２４／ｌｅｇａｌ－ａｉｄ－ｃｕｔｓ－ｐｒｏｍｐｔ－ｒｉｓｅ－ｉｎ－
ｕｎ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ｄｅｆｅｎｄａｎｔｓ，ｌａｓｔｖｉｓｉｔｅｄｏｎ２０２１－１０－２１．
参见 《最高检举行 “准确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新闻发布会》，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ｓｐｐ．ｇｏｖ．ｃｎ／ｓｐｐ／ｚｇｒｍｊｃｙｘｗｆｂｈ／
ｚｑｓｙｒｚｒｆｃｋｚｄ／ｉｎｄｅｘ．ｓｈｔｍｌ，２０２１年８月２７日最后访问。
汪海燕等：《刑事诉讼法解释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１０３页。
参见陈瑞华：《论协商性的程序正义》，《比较法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１期，第３页；闵春雷：《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
的程序简化》，《苏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年第２期，第５３页。



为支撑，故无必要对此类案件主动 “强制指派”值班律师介入。但实际情况是，“律师辩护全

覆盖”改革仅限于审判阶段，况且法律援助法并未完全落实 “律师辩护全覆盖”。〔２２〕在目前

法律援助辩护覆盖面仍然有限的情况下，尤其是在审前阶段，〔２３〕既然国家主动为认罪认罚案

件中没有辩护人的被追诉人指派值班律师，那么，对于可能更需要律师帮助的非认罪认罚案

件，国家更应以同样的 “强制指派”方式，让值班律师填补目前辩护制度中的空白。

　　综上，我们可将２０１８年刑事诉讼法第３６条第１款解释为：被追诉人没有委托辩护人，法
律援助机构没有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的，国家应当主动为被追诉人指派值班律师提供法律帮

助。即对于包括认罪认罚案件在内的所有刑事案件，值班律师均应通过国家 “强制指派”方

式介入案件。此乃值班律师制度法律规定的应有之义。

　　 （三）被追诉人可以拒绝指派：“强制指派”的边界

　　依据 “值班律师工作办法”第１５条第１款和 “认罪认罚从宽指导意见”第 １４条，没有
辩护人的被追诉人原则上可以拒绝为其指派值班律师，但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存在例外情形。一

方面，在笔者认为值班律师应以 “强制指派”方式介入案件的情况下，“值班律师工作办法”

第１５条第１款恰好在值班律师制度整体层面回答了被追诉人是否可以拒绝指派的问题：“依
法应当通知值班律师提供法律帮助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明确拒绝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

院、人民法院应当记录在案。”〔２４〕另一方面，“认罪认罚从宽指导意见”第 １４条明确了被追
诉人的拒绝权：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没有委托辩护人，拒绝值班律师帮助

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允许，记录在案并随案移送。但是审查起诉阶段签

署认罪认罚具结书时，人民检察院应当通知值班律师到场。”综上，尽管国家应以 “强制指

派”方式履行为被追诉人提供值班律师法律帮助的国家责任，但国家被课以的 “强制指派”

义务源于被追诉人获得值班律师法律帮助的权利，既然这是一项权利，被追诉人就可以拒绝国

家的 “强制指派”。

　　然而，依据 “认罪认罚从宽指导意见”第１４条的但书规定，被追诉人在一种情形下不可
以拒绝指派，即在 “审查起诉阶段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时”，即使犯罪嫌疑人表示拒绝，检察

院也应当通知值班律师到场。此规定的依据是 ２０１８年刑事诉讼法第 １７４条第 １款：“犯罪嫌
疑人自愿认罪，同意量刑建议和程序适用的，应当在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在场的情况下签署认

罪认罚具结书。” “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在场”是犯罪嫌疑人签署具结书的法定要件之一，如

果被追诉人没有辩护人，则需值班律师在场。

　　有人可能会认为，被追诉人不得拒绝国家 “强制指派”的情形，不应仅限于 “认罪认罚

从宽指导意见”第１４条但书规定的情形，诸如可能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的案件以及被追诉人
作无罪辩护的案件等，同样应成为拒绝指派值班律师的例外情形。其实，可能判处死刑、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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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援助法第２５条第２款规定：“其他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刑事案件，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
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担任辩护人。”而２０１７年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 《关于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

盖试点工作的办法》第２条第３款规定的却是 “应当通知”。

尽管已有浙江金华、江苏泰州等地区开展 “审查起诉阶段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改革，但在全国范围内仍属少

数做法，且实际效果有待观察。两地试点情况参见钟瑞友：《深化 “律师辩护全覆盖”践行为民司法》，《法治

日报》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１８日第５版；卢志坚等：《将 １５０个罪名纳入通知辩护范围》，《检察日报》２０２１年 １１月
１１日第４版。
该款也能表明有权机关 “申请指派”的解读存在问题，即 “申请指派”的案件介入方式与该款存在逻辑矛盾。

试想，被追诉人向办案机关申请获得值班律师的法律帮助，有关机关履行相关手续后通知值班律师介入案件，被

追诉人又拒绝指派，既然申请了却又拒绝，这有违常理。相反，该款却与 “强制指派”方式相匹配。



徒刑的案件已然属于强制指派辩护的适用范围，目前在应然层面首先要探讨的是被追诉人能否

拒绝强制指派辩护，〔２５〕而非能否拒绝强制指派值班律师。对于被追诉人作无罪辩护的案件，

亦存在类似问题。有学者认为，无罪辩护案件应直接纳入强制指派辩护的适用范围，〔２６〕或者

通过解释法律援助法第２５条第２款也可以实现该目的。〔２７〕基于此，接下来在应然层面亦需先
讨论作无罪辩护的被追诉人能否拒绝强制指派辩护的问题。可见，若在应然层面进一步探究被

追诉人拒绝 “强制指派”值班律师的例外情形，需结合强制指派辩护的适用范围以及相应的

拒绝强制辩护等问题作系统展开。限于篇幅，笔者不作过多论述。

三、应否仅限 “查阅”：值班律师阅卷权的权能范围

　　２０１８年刑事诉讼法对值班律师的阅卷权未作明确规定。相关规范性文件在文字表述上，

对值班律师的阅卷权作了有别于辩护律师的限定，即仅可 “查阅”，而不包括 “摘抄” “复

制”，其主要理由是值班律师的身份定位并非辩护人。此种逻辑是否合理？值班律师的阅卷权

是否应受限制？笔者将对这些问题逐一展开论述。

　　 （一）仅限 “查阅”：相关规范性文件的实然限定

　　对于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享有何种诉讼权利，我国遵循 “无授权则无权利”的原则，即除

非刑事诉讼法及规范性文件赋予某项权利，否则律师不享有该权利。我国辩护律师诉讼权利的

发展过程及相应的刑事诉讼法修改历程即是明证。从相关条文表述看，我国目前尽管赋予了值

班律师阅卷权，却仅限于 “查阅”案卷材料，而不包括 “摘抄”“复制”。

　　２０１８年刑事诉讼法和法律援助法为值班律师享有阅卷权提供了最基本的法律依据。前者
第１７３条第３款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前两款规定听取值班律师意见的，应当提前为值班律
师了解案件有关情况提供必要的便利。”全国人大法工委的法律释义指出：“人民检察院有必

要提前为值班律师了解案件有关情况提供必要的便利，这些便利包括允许值班律师阅卷、会见

犯罪嫌疑人，向值班律师介绍案件有关情况及证据材料等。”〔２８〕可见，该款中 “必要的便利”

就蕴含着值班律师阅卷权。亦有学者认为该款肯定了值班律师阅卷权。〔２９〕法律援助法第３７条
更进一步，直接规定了 “阅卷”，这是值班律师阅卷权首次在法律层面得到明确肯定。〔３０〕

　　但是，相关规范性文件将值班律师阅卷权限定为 “查阅”案卷的权利。在刑事诉讼法中，

完整的阅卷权包括 “查阅”“摘抄”“复制”三项权能。１９９６年刑事诉讼法第３６条将１９７９年
刑事诉讼法第２９条中的 “查阅”拓展为 “查阅、摘抄、复制”，这表明 “查阅”有其独立意

旨，无法涵括 “摘抄”“复制”。对于值班律师阅卷权，“认罪认罚从宽指导意见”第１２条第
２款、“刑事诉讼规则”第２６９条第２款、“值班律师工作办法”第 ６条第 ３款、２０２１年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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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陈学权：《被告人能否拒绝指定辩护问题研究》，《当代法学》２０２１年第１期，第５９页。
参见陈卫东：《〈法律援助法〉的三点创新》，《中国检察官》２０２１年第１９期，第１０页。
参见丰怡凯： 《关于 〈法律援助法〉第 ２５条第 ２款 “可以”的理解与适用》，ｈｔｔｐｓ：／／ｍｐ．ｗｅｉｘｉｎ．ｑｑ．ｃｏｍ／ｓ／
ｕＱｖ１ｌｎｒ５ｏｔＳｈ８ＪａＢＩｌ５Ｄ－ｇ，２０２２年１月５日最后访问。
前引 〔１〕，王爱立主编书，第３５７页。
参见蔡元培：《法律帮助实质化视野下值班律师诉讼权利研究》，《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２１年第２期，第１５１页。
该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保障值班律师依法提供法律帮助，……并依法为值班律师了

解案件有关情况、阅卷、会见等提供便利。”



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 （以下称 “刑事诉讼法解释”）

第５３条等均仅使用了 “查阅”一词，与辩护律师可以 “查阅、摘抄、复制”案卷材料的表述

明显作了区分。这说明，相关规范性文件的制定者有意限缩值班律师的阅卷权能。“刑事诉讼

法解释”第５３条尤其明显，该条分别对辩护人和值班律师的阅卷权作了规定，措辞上的区别
显而易见。〔３１〕令人遗憾的是，尽管法律援助法第 ３７条改用 “阅卷”这一表述，但有权机关

的法律释义仍延续上述逻辑，将 “阅卷”限缩为 “可以查阅案卷材料”。〔３２〕

　　 （二）对限制值班律师阅卷权能的批判与反思

　　相关规范制定者的解读表明，上述对值班律师阅卷权的限制是基于对值班律师身份定位的
考虑。“认罪认罚从宽指导意见”是首个明确将值班律师阅卷权限制为 “查阅”的规范性文

件。该意见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牵头制定，其起草者的解读对于我们理解相关条文的原意和目的

有重要参考价值。他们指出，之所以限制值班律师阅卷权，“主要考虑到值班律师与辩护律师

毕竟诉讼地位存在差异，权利不完全等同”。〔３３〕在法律规范层面，值班律师与辩护律师的身

份定位确实不同。２０１８年刑事诉讼法通过使用 “法律帮助”而非 “辩护”一词来体现定位上

的差异，相关立法背景资料可为之佐证。〔３４〕但是，从 “诉讼地位存在差异”能否必然得出

“权利不完全等同”的结论？笔者认为存在商榷的空间。

　　首先，“身份决定权利”的逻辑本身就不周延。一方面，如果仅因值班律师的身份定位不
同于辩护律师就限缩其阅卷权，那么，如何解释值班律师与辩护律师一样享有会见、提出意

见、申请变更强制措施等权利？以会见权为例，２０１８年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并未因值
班律师提供的是 “法律帮助”，就限制其会见权，甚至明确了 “双向会见权”，即被追诉人可

主动约见值班律师。另一方面，“身份决定权利”的逻辑亦与侦查阶段完全限制辩护律师阅卷

权相悖。根据２０１８年刑事诉讼法第 ３８条，尽管在侦查阶段辩护律师的身份定位仍为 “辩护

律师”，但其在该阶段却不享有阅卷权。可见，身份定位如何，不必然决定是否享有阅卷权。

　　其次，限缩解释值班律师阅卷权与法律援助法第３７条的原意不符。尽管法律援助法第３７
条使用的是 “阅卷”这一表述，但有权机关的法律释义仍然将 “阅卷”限缩解释为 “查阅”。

笔者认为这是不当的限缩解释。一方面，基于对 “阅卷”含义的共识性认识，第 ３７条中的
“阅卷”理应解释为完整的 “查阅” “摘抄” “复制”。如前文所述，自１９９６年修改刑事诉讼
法以来，用 “查阅”“摘抄” “复制”来定义 “阅卷”已成为共识。〔３５〕在此情况下，法律援

助法第３７条用 “阅卷”而非 “查阅”来表述值班律师阅卷权，且该法其他条文中并无特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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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该条第３款中有 “适用前两款规定”的表述，但这仅指值班律师查阅案卷同样适用第１款第３句规定的范围
限制以及第２款中的 “人民法院应当提供便利，并保证必要的时间”，而并非指值班律师同样可以 “摘抄”“复

制”，否则第３款没有必要刻意使用 “查阅”一词。

参见前引 〔８〕，张勇等主编书，第１５３页。
前引 〔３〕，苗生明等文，第１１页。
在２０１８年修改刑事诉讼法的过程中，“有的常委委员、地方、部门和社会公众提出，值班律师的职责与辩护人
不同，主要应是为没有辩护人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这样定位符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试点方

案以及有关部门关于开展值班律师工作的意见要求，试点情况表明也较为可行。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议

将值班律师提供 ‘辩护’修改为提供 ‘法律帮助’”。参见沈春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修正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１８年
第６期，第７３０页。
参见胡康生、李福成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释义》，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４４页；郎胜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释义》，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７７页；前引 〔１〕，王爱立主编书，第８６页。



定，那么仅限 “查阅”的解释就有违第 ３７条之文义。另一方面，仅限 “查阅”亦与第 ３７条
“提供便利”的规定相矛盾。若值班律师只可 “查阅”而不可 “摘抄” “复制”，这显然不是

为值班律师阅卷提供便利，而是制造了障碍。另外，与 ２０１８年刑事诉讼法第 １７３条第 ３款
“提供必要的便利”的规定相比，法律援助法第 ３７条删除了 “必要的”这一限定词，这也为

值班律师行使完整阅卷权能提供了更为充足的空间。

　　再次，仅限 “查阅”有违控辩平等之程序公正底线要求。无论是传统的对抗式诉讼，还

是新兴的合作式司法，控辩平等均是一个最低限度的程序公正要求。〔３６〕具体而言，控辩双方

应被给予实质对等的程序性待遇，以维持控辩平衡。其一，在被追诉人的阅卷权本就受限的情

况下，限缩值班律师的阅卷权能，会进一步加剧控辩失衡的情况。刑事诉讼法并未赋予被追诉

人阅卷权，而是将律师或辩护人作为阅卷权的主体。“权属上的错位，导致了当然的公权力优

位。”〔３７〕被追诉人的知悉权受到限制，控辩双方无法实现信息对等。在应然层面，值班律师

的阅卷权源于被追诉人的知悉权，将值班律师的阅卷权能限缩为 “查阅”，实则进一步削弱了

对被追诉人知悉权的对等性程序保障。其二，有权机关对值班律师阅卷权作限缩解释，却对检

察机关 “查阅案卷”作扩张解释，这同样违反控辩平等的要求。２０１８年刑事诉讼法第 ２３５条
规定，二审法院应当在决定开庭审理后及时通知检察院 “查阅”案卷。同样是 “查阅”，“刑

事诉讼规则”第４４７条第２款却将其解释为 “查阅或者调阅”，即检察机关办案人员既可以到

法院查阅，也可以向法院调阅案卷材料。〔３８〕“调阅”是指将案卷拿回办案单位进行阅卷，“摘

抄”“复制”乃其应有之义。

　　最后，值班律师制度功能的发挥需以完整阅卷权为支撑。根据法律援助法第 ３０条、“值
班律师工作办法”第６条第１款，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对案件处理提出意见等均为值班律师的
一般性职能。值班律师提供法律帮助并不仅限于情节轻微、事实清楚的案件，在证据材料较多

或者案情较为复杂的案件中，若只允许值班律师 “查阅”而不可 “摘抄”“复制”案卷材料，

可能难以支撑上述职能的履行。即使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值班律师履行职能同样需要完整阅卷

权作为保障。再者，有关部门负责人也强调值班律师在量刑协商中应实质性参与；〔３９〕从 “认

罪认罚从宽指导意见”第１２条第１款、第１５条的表述看，值班律师在量刑协商中的职能与辩
护律师并无差异。既然如此，值班律师与辩护律师在阅卷权能上就不应存在差异，值班律师也

应享有 “摘抄”“复制”的权利。若仅因身份定位不同就限制值班律师阅卷权，就会出现值班

律师 “大作用”与 “少权利”的功能与权利之间的悖离。〔４０〕

　　综上，限缩值班律师阅卷权的做法及其理由均不妥。基于法律援助法第 ３７条的文义、控
辩平等之程序公正底线要求以及改革者对值班律师制度的功能期待，笔者认为值班律师应与辩

护律师一样享有 “查阅”“摘抄”“复制”案卷材料的完整阅卷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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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６年版，第 ２３６页，第 ２４２页；龙宗智：
《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关键是控辩平衡》，《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２０年第２期，第６页。
杨波：《被追诉人阅卷权探究———以阅卷权权属为基点的展开》，《当代法学》２０１２年第１期，第２５页。
参见童建明、万春主编：《〈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条文释义》，中国检察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第４４４页。
参见陈国庆：《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若干问题》下，《法制日报》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４日第 ９版；前引 〔８〕，闫
晶晶文；张军：《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情况的报告》，《检察日报》２０２０年１０
月１７日第２版。
参见前引 〔１３〕，汪海燕文，第１４页。



四、可否拒签具结书：值班律师有量刑异议时的签字规则

　　 “值班律师工作办法”第１０条第２款规定：“值班律师对人民检察院量刑建议、程序适
用有异议的，在确认犯罪嫌疑人系自愿认罪认罚后，应当在具结书上签字，同时可以向人民检

察院提出法律意见。”无论相关规范性文件如何强调值班律师应实质性参与量刑协商，上述规

定实际上都是在公开宣示值班律师只起到 “见证”作用。该款如此规定，对于提高检察机关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率、减轻值班律师责任风险等具有积极意义。但是，该款规定与 ２０１８
年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存在系统性矛盾，且与量刑协商的制度设计存在冲突，从而减损了认

罪认罚从宽制度中量刑协商的正当性。

　　 （一）值班律师功能 “见证化”的公开宣示

　　关于认罪认罚案件中值班律师签署具结书问题，“刑事速裁程序试点办法”和 “认罪认罚

从宽试点办法”均未涉及；２０１８年刑事诉讼法第 １７４条第 １款规定，犯罪嫌疑人签署具结书
时，值班律师或辩护人应当 “在场”；“认罪认罚从宽指导意见”第３１条第１款强调，具结书
应当 “由犯罪嫌疑人、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签名”。由于上述规定较为笼统，且 “值班律师对

量刑建议、程序适用有异议，如何签署具结书，是此前实践中争议较大的一个问题”，〔４１〕“值

班律师工作办法”第１０条对此作出了回应，进一步细化了值班律师应当签字的情形。
　　其中，“值班律师工作办法”第 １０条第 ２款尤其值得关注，该款意味着值班律师在量刑
协商中仅仅是形式意义上的见证人而非实质性参与者。２０１８年刑事诉讼法、“认罪认罚从宽指
导意见”等均规定，检察机关应在听取辩方意见的基础上提出量刑建议。“听取意见的过程实

际上就是控辩双方就认罪认罚情况以及处罚建议进行沟通协商的过程”，〔４２〕值班律师在此过

程中是否被赋予了实质性参与者地位，关键体现在其对量刑建议有异议时的处理方式是如何规

定的。综合 “值班律师工作办法”第８条第２款、第１０条第２款可知，当值班律师有量刑异
议且该异议未被采纳时，尽管检察机关应当记录在案并附卷，但只要值班律师确认犯罪嫌疑人

自愿认罪认罚，其最终仍应在具结书上签字。倘如有关部门负责人所言，“具结书实质上是控

辩合意的结果”，〔４３〕“值班律师工作办法”第 １０条第 ２款就是将值班律师的量刑意见排除在
合意范围之外。换言之，值班律师同意量刑建议并非其在具结书上签字的必要条件，确认犯罪

嫌疑人是否自愿认罪认罚才是关键。尽管值班律师提出量刑异议可能属于少数情况，但恰恰是

相关规范对这种少数情况的规定反映出有权机关的态度：此时律师在场更多是见证犯罪嫌疑人

系自愿签署具结书，监督签署过程合法进行。〔４４〕学界一直以来批判认罪认罚案件中值班律师

功能 “见证化”“形式化”等实践样态，〔４５〕顶层改革设计者及实务界亦强调值班律师不能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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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 〔７〕，罗庆东等文，第５０页。
蒋安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若干争议问题解析 （中）———专访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陈国庆》，《法制日报》

２０２０年５月６日第９版。
前引 〔３〕，苗生明等文，第１７页。
参见蒋安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若干争议问题解析 （下）———专访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陈国庆》，《法制日

报》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３日第９版。
参见左卫民：《量刑建议的实践机制：实证研究与理论反思》，《当代法学》２０２０年第 ４期，第 ５３页；熊秋红：
《比较法视野下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兼论刑事诉讼 “第四范式”》，《比较法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５期，第９０页。



仅作为见证人发挥形式作用，〔４６〕但 “值班律师工作办法”第 １０条第 ２款却作出了相反方向
的规定。

　　该款如此规定，某种意义上是基于现实情况的选择。首先，其与 《认罪认罚具结书》中

涉及值班律师的内容相对应。依据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法律文书格式样本 （２０２０版）》，具
结书中值班律师签字处的内容如下：“本人系 ××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担任犯罪嫌疑人 ××的
值班律师。本人证明，该犯罪嫌疑人已经阅读了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告知书》及 《认罪认罚

具结书》，自愿签署了上述 《认罪认罚具结书》。”〔４７〕可见，值班律师签字仅是 “证明”犯罪

嫌疑人系自愿签署具结书，“值班律师工作办法”第 １０条第 ２款与之吻合。其次，有利于检
察机关更多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因值班律师的量刑异议而影响 《认罪认罚具结书》的

签署，使认罪认罚情节得以认定，这可能是 “值班律师工作办法”第１０条第２款规定的考量
因素之一，这从实务界的一些观点中可以得到印证。〔４８〕最后，“值班律师工作办法”第１０条
第２款能在某种程度上为值班律师 “减负”，降低其责任风险。根据该款，值班律师签字即意

味着其仅对见证行为负责，而不涉及对量刑建议的实质意见，这就相对减轻了他们参与认罪认

罚案件的责任。从实然层面看，这与值班律师现实履职的情况相匹配。〔４９〕基于当下的现实情

况，一些律师似乎也认同值班律师功能的见证化。〔５０〕

　　 （二）“值班律师工作办法”第１０条第２款导致的矛盾与混乱
　　首先，“值班律师工作办法”第 １０条第 ２款与 ２０１８年刑事诉讼法第 ２０１条存在逻辑冲
突，造成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内部紊乱。一方面，“值班律师工作办法”第 １０条第 ２款与 ２０１８
年刑事诉讼法第２０１条第１款 “一般应当采纳”规定的意旨相悖。依据后者，对于认罪认罚

案件，法院 “一般应当采纳”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在应然层面，“一般应当采纳”规定的正

当性基础在于该量刑建议凝结了控辩双方的高度合意，且此合意包含辩方律师的同意。从

２０１８年刑事诉讼法第２０１条第２款的规定可反推出如下结论：若律师对量刑建议有异议，则
可能导致检察机关调整量刑建议。上述量刑合意具体体现为认罪认罚具结书，其性质不仅是被

追诉人的 “悔过书”，更是控辩双方的 “协议书”。〔５１〕若按 “值班律师工作办法”第 １０条
第２款的规定，值班律师即使有量刑异议也应签署具结书，这种排除了律师合意的规定自然违
背 “一般应当采纳”规定的立法意旨。另一方面，“值班律师工作办法”第 １０条第 ２款规定
的处理值班律师量刑异议的方式与２０１８年刑事诉讼法第２０１条第２款 “调整量刑建议”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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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龚云飞：《法学专家与检察官共话———新型检律关系与认罪认罚从宽落地落实》，《检察日报》２０１９年１１月
２５日第３版；刘萌：《论当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值班律师制度存在的问题》，《河南法制报》２０２０年 １２月 ２２
日第１１版；前引 〔８〕，闫晶晶文。
参见 《认罪认罚具结书》，《人民检察》２０２１年第１１期，第６６页。
有检察官指出，司法实践中有司法人员以律师不同意量刑建议等为由，不对犯罪嫌疑人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这是一种错误的做法。参见李缓、许晓冰：《辩护人意见能否影响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检察日报》２０２０年
１２月２日第３版。
有律师表示，由于补贴低、案子多、时间紧，除了见证签署具结书，值班律师往往没有动力和时间去履行其在认

罪认罚案件中的其他职责。参见 《值班律师在司法实务中的定位及困境》，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１６３．ｃｏｍ／ｄｙ／ａｒｔｉｃｌｅ／
ＦＶ１ＧＵ５Ｒ９０５３８ＲＩＡＰ．ｈｔｍｌ，２０２１年９月１日最后访问。
参见张宇鹏：《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律师定位的思考》，ｈｔｔｐ：／／ｂｊ．ｓｑｘｂ．ｃｏｍ／２０２１／ｓｑｙｊ＿０６１５／９６９．ｈｔｍｌ，２０２１
年８月２７日最后访问；孙风娟：《看见彼此，倾听最真实的声音———记第一期最高检、司法部组织的检律同堂培
训班》，《检察日报》２０２１年６月２１日第１版。
参见前引 〔３〕，苗生明等文，第 １７页；陈瑞华： 《论量刑协商的性质和效力》， 《中外法学》２０２０年第 ５期，
第１１３６页。



则逻辑相抵触。依据后者，辩护人对量刑建议提出异议的，检察院可以调整量刑建议。可见，

在审判阶段，辩护人的量刑异议 “产生了某种强行性的法律后果”，〔５２〕会终止原已达成的量

刑合意效力。而 “值班律师工作办法”第１０条第２款的逻辑却是，值班律师对量刑建议的异
议不影响量刑合意的达成。

　　其次，“值班律师工作办法”第 １０条第 ２款与顶层改革设计者强调值班律师实质性参与
量刑协商的要求相矛盾，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值班律师法律帮助 “走过场”的现象。一方面，

最高司法机关及相关规范制定者强调值班律师在认罪认罚案件中的角色绝不仅仅是见证人，还

是实质性参与者。有关部门负责人就强调，“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值班律师是重要的参与者、

推动者和见证者”；从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看，“值班律师的职责是提供法律帮助，而不仅仅是

作为见证人”。〔５３〕最高人民法院有关人士更是明确指出，值班律师就是量刑协商的主体。〔５４〕

另一方面，顶层改革设计者认为具结书是吸收值班律师协商意见后控辩合意的结果。比如，有

关部门负责人在解读 “认罪认罚从宽指导意见”时就明确表示：“具结书实质上是控辩合意的

结果”；“控辩双方围绕量刑问题，展开了实质性的平等沟通与协商，最终形成了控辩合意”；

“在人民检察院正式提出量刑建议前，必然要与犯罪嫌疑人、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进行量刑沟

通或者协商，协商一致后，犯罪嫌疑人才会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５５〕然而，“值班律师工作

办法”第１０条第２款却规定，值班律师即使对量刑建议有异议，其亦应在具结书上签字。该
款规定的实然效果与上述应然要求相冲突，实际上将值班律师的作用仅仅限定为签署具结书的

见证者。在目前已经存在值班律师法律帮助 “走过场”现象的情况下，该款规定可能会进一

步加剧该现象。

　　最后，“值班律师工作办法”第 １０条第 ２款造成了值班律师和辩护人对量刑建议有异议
时的差别待遇，滋生了检察机关绕开辩护人，利用值班律师达成签署具结书目的的司法乱象。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就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人民检察院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提出２８条贯彻落实意见，其中第 ７条强调：“认罪认罚案件签署具结书
时，犯罪嫌疑人有辩护人的，应当由辩护人在场见证具结，严禁绕开辩护人，安排值班律师代

为具结见证。”其言外之意就是，最高人民检察院认可了辩护人有不同意见 （包括量刑异议）时

可以拒绝签署具结书这一事实。〔５６〕这一点可以从有关部门负责人的相关观点中得到印证。〔５７〕

这就导致了在辩护人和值班律师能否拒签具结书问题上的不同待遇：当二者都对量刑建议有异

议时，前者可以拒签，而后者根据 “值班律师工作办法”第１０条第２款的规定仍应签署。
　　 （三）赋予拒签权：值班律师有量刑异议时的应对之策

　　笔者认为，在目前制度框架内，应对值班律师功能 “见证化”的主要对策是，明确值班

律师有量刑异议时有权拒绝签署具结书。这是值班律师作为量刑协商主体的应有之义。尽管

２０１８年刑事诉讼法第１７４条第１款的表述是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应当 “在场”，但这并不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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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召华：《辩护冲突中的意见独立原则：以认罪认罚案件为中心》，《法学家》２０２０年第５期，第１４２页。
参见前引 〔８〕，闫晶晶文。
参见杨立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理解与适用》，《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２０１９年第１期，第５９页。
前引 〔３〕，苗生明等文，第１７页，第１８页。
我国在法律和规范性文件层面并未对辩护人有量刑异议时是否仍应签署具结书作出规定。

陈国庆指出：“若被告人坚持认罪认罚，而辩护律师因意见不一而拒绝签字，被告人又未解除辩护的，检察机关

应当将此具结书提交法庭，由法庭审理后依法认定处理。”前引 〔４４〕，蒋安杰文。



他们不具有量刑协商主体的身份。除前文最高人民法院有关人士的肯定性观点外，有关部门负

责人的解读亦表明其持肯定态度：“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签署具结书时，辩护人或者值班律

师应当在场。此时，辩护律师不仅仅是作为见证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实际上是由辩护律师

切实了解案情后，代表犯罪嫌疑人就其认罪认罚以及量刑问题与检察机关沟通，并最终达成一

致，由犯罪嫌疑人签署具结。”〔５８〕需注意的是，该负责人所指的 “辩护律师”其实包括了值

班律师。〔５９〕

　　至于落实拒签权的具体路径，可通过解释 “值班律师工作办法”第１０条第３款，在司法
实践中实现值班律师的拒签权。该款规定了犯罪嫌疑人拒绝法律帮助时值班律师无需签字的规

则，该规则实际上认可了具结书上仅有犯罪嫌疑人签字这种特殊形式。从经验层面看，如果值

班律师与犯罪嫌疑人已充分沟通，二者应当会就量刑建议等问题达成一致意见。若如 “值班

律师工作办法”第 １０条第 ２款所述，值班律师对量刑建议有异议，犯罪嫌疑人却表示认可
的，这可能意味着在进入签署环节前二者并未进行有效沟通甚至未进行沟通。若经沟通后，值

班律师与犯罪嫌疑人在量刑建议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此时辩方内部存在意见冲突，接下来的

处理方式可分情况讨论。如果犯罪嫌疑人认为值班律师的意见可能损害自己未来的量刑利益，

则可拒绝其法律帮助，进而适用 “值班律师工作办法”第１０条第３款：“犯罪嫌疑人拒绝值
班律师帮助的，值班律师无需在具结书上签字，应当将犯罪嫌疑人签字拒绝法律帮助的书面材

料留存一份归档。”〔６０〕反之，作为一种理论上的可能，如果犯罪嫌疑人不拒绝该值班律师为

其继续提供法律帮助，即同意该律师提出独立的量刑意见，那么，值班律师基于其量刑协商主

体地位亦可拒绝在具结书上签字，其量刑意见应被检察机关记录并附卷。在上述两种情形下，

最后形成的均是只有犯罪嫌疑人签字的具结书。〔６１〕但进一步的问题是，该具结书是否意味着

仍然达成了审查起诉阶段的量刑协商。笔者认为，答案应是否定的。基于前文对 ２０１８年刑事
诉讼法第２０１条及 “两高”有关人士观点的分析，认罪认罚案件中的量刑建议包含检察机关、

被追诉人及律师三者的共同合意。值班律师因量刑异议而未签署具结书，意味着缺失值班律师

的量刑合意，故此时只有犯罪嫌疑人签字的具结书仅是一份表明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态度的

“悔过书”，而非已经量刑协商成功的 “协议书”。

　　后续产生的法律效果仍需分情形讨论。首先要明确的是，对于只有犯罪嫌疑人签署具结书
的案件，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时不得建议法院适用速裁程序。值班律师不同意量刑建议，可被

解释为２０１８年刑事诉讼法第２２３条第６项及 “刑事诉讼规则”第４３８条第６项规定的 “其他

不宜适用速裁程序审理的”情形。但是，值班律师的量刑异议不是排除适用简易程序的因素，

只要符合简易程序适用条件，检察机关可依据 “刑事诉讼规则”第 ４３０条，建议法院适用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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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 〔４４〕，蒋安杰文。
陈国庆曾有如下表述：“认罪认罚案件中，检察官需要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 （包括值班律师）对

量刑问题进行协商。”陈国庆：《量刑建议的若干问题》，《中国刑事法杂志》２０１９年第５期，第４页。
此处笔者对 “值班律师工作办法”第１０条第３款的解释与 “认罪认罚从宽指导意见”第 １４条的但书规定并不
矛盾。后者是指在审查起诉阶段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时，即使犯罪嫌疑人拒绝值班律师提供法律帮助，国家也应

“强制指派”值班律师到场。综合 “值班律师工作办法”第 １０条、第 １５条以及 “认罪认罚从宽指导意见”

第１４条，“值班律师工作办法”第１０条第３款中的 “拒绝值班律师帮助”包括犯罪嫌疑人一开始接受国家指派

的值班律师，但事后因不同意值班律师相关意见而拒绝其帮助的情形。具体到签署具结书的环节，值班律师仍应

在场，但其有权拒绝签字。

相应地，目前 《认罪认罚具结书》中涉及值班律师 （包括辩护人）签字的内容应作调整。基于前文所述，不应

要求值班律师仅作为见证人签字，值班律师签字应以其同意量刑建议等实体处理意见为前提。



易程序。进入审判阶段后，如果被告人仍未委托辩护人且不符合法律援助辩护的条件，依据

２０１８年刑事诉讼法第３６条第１款，被告人仍会获得值班律师的法律帮助。在被告人仍然同意
量刑建议的情况下，存在以下两种情形：第一，如果该值班律师依法履行了相关法律帮助职责

且同意量刑建议，则可在具结书上签字。此时具结书的效力得到修复，控辩协商达成，法院可

以按照认罪认罚案件相关程序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判。第二，如果该值班律师仍对量刑建议有异

议，控辩协商仍未达成，法院可依具体情形适用简易程序或者普通程序审理 （排除适用速裁

程序），但不得适用 “刑事诉讼法解释”第１２章 “认罪认罚案件的审理”的规定。

五、实质性参与：完善我国值班律师制度的基本方向

　　本文以规范分析为主要路径，对值班律师介入案件的方式、阅卷权能范围以及有量刑异议
时具结书的签署等三个具体问题作了探讨。通过对这三个问题的研讨可以发现，值班律师

“实质性参与”应是目前完善我国值班律师制度的基本方向，从而实现保障被追诉人最低限度

法律援助权利的制度目标。

　　首先，国家应通过 “强制指派”方式确保没有辩护人的被追诉人都能获得值班律师的法

律帮助。值班律师制度的属性是法律援助制度，而提供法律援助是一种国家责任。〔６２〕为了在

更高程度上保障被追诉人获得值班律师法律帮助的权利，国家应当 “强制指派”值班律师介

入案件，从而完整履行其提供值班律师法律帮助的国家责任。

　　其次，值班律师享有完整的阅卷权能是 “实质性参与”的基本要求。值班律师的身份并

非辩护律师，其提供的是 “法律帮助”而非 “辩护”，但这些都不应成为将值班律师阅卷权限

制为仅可 “查阅”的理由。从法律援助法、“值班律师工作办法”等规定的值班律师职责看，

顶层改革设计者同样期待值班律师的 “实质性参与”，而这需要以完整的阅卷权能作为支撑。

仅限 “查阅”而不可 “摘抄”“复制”，不仅违背了法律援助法第 ３７条的原意，而且有违控
辩平等之程序公正底线要求。在我国被追诉人本就不享有阅卷权的情况下，值班律师再不享有

完整阅卷权，会进一步削弱被追诉人辩护权的实际效果。

　　最后，在值班律师有量刑异议时，允许其拒绝签署具结书，是 “实质性参与”的内在要

求。根据 “值班律师工作办法”第１０条第２款，即使值班律师对量刑建议有异议，其也应在
具结书上签字。该款规定将值班律师的量刑意见排除在控辩合意的范围之外，实际上认可了值

班律师功能的 “见证化”“形式化”。这与２０１８年刑事诉讼法第２０１条存在逻辑冲突，亦与顶
层改革设计者强调值班律师应实质性参与量刑协商的要求相矛盾。“值班律师工作办法”第１０
条第２款体现的是一种将见证具结书签署和参与量刑协商相割裂的结果导向思维，忽视了值班
律师参与量刑协商过程本身的重要性。这不仅会反向激励值班律师履行职责 “走过场”，而且

滋生了检察机关绕开辩护人，利用值班律师达成签署具结书目的的司法乱象，最终可能导致值

班律师法律帮助的有效性以及被追诉人的量刑利益都无法得到保障。

　　之所以强调值班律师的 “实质性参与”，是基于对我国现实情况的判断，其根本目的是保

障被追诉人能够获得值班律师法律帮助这一最低限度权利。在值班律师制度较为成熟的英国，

值班律师之所以仅提供最为初级的应急性服务，且需以被追诉人申请为条件，是以该国极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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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 参见樊崇义：《法律援助应定位为国家的责任，政府的义务》，《人民法治》２０１９年第７期，第７０页。



辩护率以及后续的辩护律师服务为保障的。而我国目前辩护率较低，借鉴上述英国模式暂时缺

乏制度前提。随着２０１８年刑事诉讼法以及后续一系列规范性文件的出台，我国值班律师制度
的规范定位已然清晰，其旨在填补委托辩护和法律援助辩护的空白。在我国目前制度背景下，

值班律师制度的补充性与值班律师的 “实质性参与”并不矛盾。在诉讼过程中，尤其是审前

阶段，可能只有值班律师为被追诉人提供法律帮助，值班律师唯有发挥更为实质性的作用，才

能尽量填补辩护制度中的空白。

　　在当下辩护率较低的情况下，完善我国值班律师制度的基本方向是，国家应主动为没有辩
护人的被追诉人指派值班律师，且值班律师在案件中应有实质性参与。尽管顶层改革设计者亦

反复强调值班律师的 “实质性参与”，但值班律师目前被赋予的诉讼权利及相关职权可能难以

承托其被期待发挥的功能。在未来，随着我国辩护制度的发展，尤其是法律援助辩护率的提

升，当较高比例的被追诉人都能获得辩护服务时，我国可以更多地借鉴英国等国家的值班律师

制度模式，适度降低值班律师的 “实质性参与”程度，在辩护律师介入案件前，由值班律师

提供最为初级的法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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